
我们的历史

——巴尔特书写的中国
车槿山

巴尔特的全部著作中，1970年发表的讲述日本文化的《符号帝国》是

最经常被人提到的书之一，并且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赞扬。例如，曾任法

国文化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的雅克·兰就说过：“我不知道他的书是真实

的还是虚构的，不知道他与那个国家的关系是幻觉的、想象的，还是现实

的，但我非常喜欢他对日本烹调、人群、东京的描绘。”①

在这本书中，巴尔特把自己初次接触的古老而遥远的东方异质文明当

成文本解读，展开了自由自在的片段式、发散式思考。他关注的不是日本

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等，甚至不是文学艺术，而是生活

艺术，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在他的笔下，日本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

种文化形态，一种文明范式，一种符号系统，即符号帝国。巴尔特正是用这

种文本解读的方式，以亦真亦幻的文学方式，讲述了一个哲学的日本，描绘

了一个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写出了这部极具个性的著作，真

正说出了人所未言的一些东西。

相比之下，尽管巴尔特在1974年也曾访问过中国，但似乎回去后没能

①路易一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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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说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以前知道的也仅仅是一篇发表于《世

界报》的应景文章——《中国怎么样》。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他在中国各

处的参观，强调指出中国没有什么色彩，绿茶无味，景色平淡，生活平静，到

处都是祥和的气氛：“民众来来往往，劳动，喝茶或独自做操，没有戏剧，没

有噪声，没有矫揉造作，总之没有歇斯底里。”@

这样的印象式描述，自然谈不到深刻，而且和当时法国内外的主流话

语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至少从表面看不大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要知

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批林批孑L运动，

恰巧并不平静，并不祥和。

巴尔特当然知道中国正在批林批孑L，他也谈到了中国的政治运动，说

中国几乎只能读出政治文本，到处都是陈词滥调。然而他接下来的分析，

却让人感到十分意外，政治运动在他的笔下失去了严肃而残酷的内涵：

“这些表面看来严格编码的话语绝不排除发明，我几乎要说：这是某种游

戏活动；以目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例，它在各处进行，有千万种形式，它的

名称本身就像快乐的铃铛作响，运动分解为发明的游戏：一幅漫画、一首

诗、一场儿童短剧，在这种演出中，一个化装的小女孩在两段芭蕾舞之间突

然出来劈开林彪的模拟像。政治文本(独自)孕育了机遇剧的这些节目

单。”③

我们可想而知，几乎所有对巴尔特有所期待的人都对他的这篇文章感

到失望：巴尔特作为当时最杰出的社会符号学家，曾在《神话》中出色地破

译了传媒、广告、时装、饮食、搏击赛、脱衣舞等种种社会话语，曾在《符号

帝国》中成功地解读了日本文化，但为什么遇到中国就不行了呢?

其实，情况也许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巴尔特在这篇文章里对自己的“问题系”有一个说明。在他看

来，西方对中国的发问必然带来西方对自身的质疑，在难以发现中国文化

的确切意义时尤其如此：“中国似乎在拒绝交付这种意义，这并不是因为

(萤 Rnland Barth鹋，A如陌．缸c觚船?凸m惴∞嗍啦细，tome 3，s叫d，1995，p 34．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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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隐藏了意义，而是因为它更具颠覆性地拆解了概念、主题、名称的机制；

它不分享我们的知识对象；语义场瓦解了；不合时宜地对意义提出的问题，

反倒成为意义本身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反倒成为幻影。”④显而易见，巴尔

特在这里是持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凸显中国的相对性，因此不能以西

方的范式解答中国之谜，描绘中国形象，建构中国叙事，否则就有可能在思

想上落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反过来说，也正是中国文化体现的差异性给

他提供了审视自身文化的机遇，中国的“无意义”才是最重要、最值得深究

的意义。

其次，这篇文章在第二年出版单行本时他又增补了几段内容，在反驳

对自己的责难的同时，更进一步地谈到了言说中国的可能性问题，即他所

说的“原则问题”：“不是允许说或不说什么，而是可能说或不说什么。”⑤

他认为，就像语言受到限定一样，话语也受限于文明和意识形态，西方历史

上对中国的许多发言，都是出于某种教条以肯定、否定或虚假自由的方式

展开的对中国的想象。而他恰恰是想突破这种限定，生产一种既不肯定，

亦不否定。甚至不是中性的话语，而是一种“无可奉告”式的话语，一种属

于伦理学和美学而不属于理性和信仰的话语，让中国处于鲜艳的色彩、强

烈的味道和牛硬的意义之外，因为这样的色彩、味道和意义归根结底是与

菲勒斯的炫耀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这里所说的“菲勒斯的炫耀”其实也就

是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巴尔特的这些补充性论述，尽管是事后对自己的一种辩护，但仍然表

露了他面对中国这个他者时不愿意做出直接而简单的价值判断的根本态

度，以及他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对写作一阅读这类语言实践活动或文化介入

行为的思考，这和他一贯的思想也是吻合的。我们知道，此时的巴尔特早

已从结构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在他的观念中，社会就像文学一样，不再

是以线性历史为先设的、成等级制有序排列的、有固定结构和终极意义的

研究对象，而是一种体现无限差异的开放性文本。他在《S／Z》一书中曾对

④Rol跚d B柚髓，砌=，k c‰?Dl脚∞，，脚，t呲3，scIln，l螂，p．32．
⑤同上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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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本做过形象的描述：“这个文本是一个能指的星云，而不是一个

所指的结构；它没有起始，是可逆的；我们通过好几个入口进到其中，但任

何一个入口都不能被确认为是主要入口；它调动的代码无止境地显现，不

可确定(除了偶然情况，其中的意义从不接受一个判定原则)；各种意义系

统有可能控制这个绝对多元的文本，但它们的数目没有穷尽，因为度量单

位是语言的无限。”⑥换句话说，巴尔特在《巾国怎么样》这篇文章中的写

作态度和他在《符号帝国》一书中的表现其实是一样的。他在此书开篇第

一章《那里》中说：“写作总体而言是一种具有自身方式的顿悟：顿悟(禅宗

事件)是一次或多或少有点强烈的地震，晃动知识和主体：它造成一种‘言

语的空无’。正是这种言语的空无构成写作；禅宗的特点正是从这种空无

出发，抛弃一切意义来书写花园、动作、房屋、树丛、面容、暴力。”⑦

另外，去年，法国克里斯蒂安·布尔瓜出版社出版了巴尔特的《中国

旅行笔记》，这本书还未收入全集，因而应该不大为人所知，但它在法国却

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和争议。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怎么样》一文

的展开，细读之下，能更清楚地意识到以上所谈的问题。

《中国旅行笔记》实际上是四册笔记的合集，前三册是巴尔特访华时

的逐日记录，有时甚至是“逐时”的记录，第四册是他自己对前三册的内容

所做的主题索引。

这次访华是受中国驻法国使馆邀请，与泰凯尔派成员索莱尔斯、克里

斯蒂娃、普雷奈、瓦尔一起来的，从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为时约三

周，全程费用自己负担。来中国后，他们按照中国旅行社的安排，先后在北

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等城市停留，游览了故宫、中山陵、龙门石窟、大

小雁塔、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天坛等名胜古迹，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医

院、小学、幼儿园、居民区、展览会、动物园，与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中

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有过交流，晚上还观看了杂技演出、体操表演、女排

比赛、电影《青松岭》、舞剧《白毛女》、京剧《杜鹃山》等。总之，这基本上

⑥Roland BaIthe8，∥z，Q删麟∞叩趾细加me 2，s即il，1995．pp．558—559．
⑦Rohd Ba曲帕，L’E唧妇如sfg嬲，o}岍协∞呷妇s，t0眦2，s即n，1995，p．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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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为外国人安排的典型的旅游线路和项目。

因此，巴尔特这次访华的经历看似丰富，其实十分有限，但他的笔记仍

然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他自己列出的主题都有一百多个，其中除了“刘

少奇”、“林彪”、“大字报”等当时不可避免的官方话题之外，出现最多的是

“艺术”、“书法”、“修辞”、“色彩”、“气味”、“身体”、“服装”、“客厅”、“风

景”等主题。这也就是说，他虽然身处当时那种疯狂的政治氛围，但有意

保持了一种距离，关注的是事件的细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与物。全书行

文也十分散漫，客观记录夹杂着思考和评论，零零碎碎，经常都不是完整的

句子。当然，《中国旅行笔记》是巴尔特身后出版的遗作，是一本未完成的

书，我们读到的是原初状态的手稿，但它仍然显露了巴尔特书写中国的构

想。一百多个主题说到底也就是没主题，他避免的就是结构中国，避免赋

予中国一个固定意义，他要把中国当成一个没有中心的文本解读，当成一

个“无中之国”。

巴尔特在《中国怎么样》一文的结尾，提到法国著名史学家和散文家

米什莱曾把梦想的法国比作一篇大散文。巴尔特借用米什莱的比喻，说中

国也是“杰出的散文”⑧，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首诗歌，不是一部小说，不是

一出戏剧，总之，不是隐藏着大写的真理和终极的意义而有待破译的叙事。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尽管在中国看过戏剧，却说中国“没有

戏剧”。《中国旅行笔记》则最典型地体现了巴尔特的这种散文想象，它本

身就是一篇大散文，而其中再现的中国则成为一篇更大的散文。

由于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作为此书写作风格的例子和具有某种重

要性的历史事件的回顾，我们来占用一点篇幅，看看巴尔特对他们在北京

大学的交流活动所做的记录和描述。这是《中国旅行笔记》中仅有的较为

详尽的部分，长达十多页，而且也是最具批评意识的部分，此书其他地方尽

管偶尔也有对中国的批评性思考和评论，但一般都较为温和，而且多是以

幽默、委婉、模棱两可的方式提出的。

⑧ RolaIId BartheB．m孵。缸c岫"?幽腑倒r枷。t哪3，se-】d，1995，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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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也就是巴尔特离开中国的前一天，他们一行五人来到北京

大学和师生座谈。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之行的重头戏，为此还特意要

求增派翻译，最终每人都各配了一名译员。他们乘坐的面包车在校门口就像

今天一样被门卫拦住，打了电话才得以放行，进入“精致而无人的校园”⑨。

接待他们的有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师生，还有革命委员会的干部。

首先是北大方面为他们介绍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涉及学科建制、

师生概况、两条路线斗争、工农兵上大学、社会实践等，其中基本的观点是

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相比过去，学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中文系学生现在可以创作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哲学系学生现在

学习两个月就可以锯释、批判《论语》，这就是教育革命取得的具体成果。

然后这些泰凯尔派成员提出问题，北大教师做出回答，问答涉及学生生活、

批林批孔运动、《哥达纲领批判》、对斯大林的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

传统、语言问题等。

显然，这次座谈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性的，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是

不可避免的普遍情况。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北大方面不论是在对学

校的介绍中，还是在对问题的回答中，只会使用一套陈词滥调，建构一个走

向光明的革命叙事。巴尔特对此做了认真而忠实的记录，同时也罕见地表

达了自己的不满、失望和厌烦。我们从他的评注中摘录几条来看看他当场

的实际感受：

“永远不能回答事实问题、历史问题，话语是普遍性的，某种畸形意愿

的诉讼。”

“我们确实不是身处历史科学的大学，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了拿出意愿

的证据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l’，

“我们总是提出材料的问题，但从未得到回答。”

“推理和论证的幻影，没有证据，返回到神话?返回到话语?”

“这所大学——文化革命的发源地，现在完全空荡，平静——而且讲

⑨Rolalld Barth既，ch眦缸也嘶呼帆傩咖。christiaIl Bon培ois，2009，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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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最乖巧的话语。”

“这是纯粹的教理世界。”

“这个可怜的人，幼稚的人，没有料到我们已经听过他的全部讲演了，

已经有十次了。或者这对他而言毫无重要性?价值的改变：原创性不再是

一个价值?重复不是一件坏事?”

“最奇怪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中国，而是激进程度的马克思主义。”

“这所大学超正统，超激进，超符合教理，确实是：先锋派——但不符

合我们的词义!”

“绝对的政治集权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就个人而言，我不能生活在这

种激进主义中，这种狂热的独自中，这种强迫性偏执狂的话语中／这种织物

中，这种没有裂痕的文本中。”@

座谈结束后，这些法国人回到饭店，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郁闷，全体聚

在一起喝了一通茅台酒。

《中国旅行笔记》大约首先是有史料价值，毕竟文化大革命中来华的

外国思想家不多，写下记录的就更少了，而来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并写下

详细记录的就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了。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正式设立的第一

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发源

地，一向享有崇高的声誉，理所当然地受到无数人的赞美，像这样受到负面

评判应该是极其罕见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不应该忘记，

也值得深思，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感兴趣的是，巴尔特在这里的种种异议具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

以否定的方式清楚地再现了他的肯定和喜好。普遍性话语、畸形意愿、非

历史科学的大学、没有材料、幻影式推理和论证、最乖巧的话语、纯粹的教

理世界、没有原创性只会重复、激进程度的马克思主义、超正统、超激进、超

符合教理、集权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狂热的独自、强迫性偏执狂，总

之“没有裂痕的文本”，这一切在他看来全是套话、假话、神话，是屈服于意

⑩RoI蛐d B丑rthes，ch疗蛐血。唧伊哪漱e，c“曲蛐B伽190is，20∞，pp．204—2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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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说教，不仅不是真实的中国，而且还掩盖了真实的中国。因而不足

为信亦不足为训。换句话说，巴尔特认定的中国就是这里的否定之否定，

所以他才会面对这样的疯狂却说中国“没有歇斯底里”。

如果我们把巴尔特有关北大的评论综合起来看，有趣的地方还在于，

他反感、反对的一切，也许可以归结为北大违背了蔡元培提倡的“仿世界

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当然是巧合，也是

我们阐释的结果，巴尔特不大可能知道蔡元培，更不大可能知道几成北大

校训的这段名言，但这也恰恰说明中外思想家理想中的“世界各大学通

例”其实是一样的，并且扩大而言，这种“通例”也恰恰是巴尔特书写中国

时的原则和“主义”。

古往今来，多少外国人书写过中国!以至于中国学正在成为，甚至已

经成为一门显学。仅就法国当代书写“红色中国”而言，人们经常提及的

著名人物就有马尔罗、萨特、波伏娃、克里斯蒂娃等人，他们全都是驰名世

界的思想家，但今天看来，他们那些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的乐观主义

论断在相当程度上是成问题的，也部分地被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所证伪。

巴尔特是左翼知识分子，从亲华一反华这种自启蒙运动就有的简单二项对

立来看他是前者，但他却保持了一种清醒和谨慎，同时也就避免了以上这

些人的境遇。

如果说历史上有人在面对中国时和巴尔特很相似，那应该就是意大利

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了，巴尔特在《中国旅行笔记》中自己承认了这点。

他说：“重读我的笔记来做索引，我发现，如果我就这样发表，这就可能是

完完全全的安东尼奥尼。”@我们知道，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

邀请来华摄制了大型纪录片《中国》，而197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员文章将这部影片定性为反华影片，全国性大批判随即展开，直到2004年

底，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展，《中国》才第一次

⑩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载《蔡元培全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27l页。

@RolaIld Barth船，c咖胁也哟哆扩m c舫"，c¨础m BmIIgoi8，2啷，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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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解禁公映。在这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尽管也拍摄了一些著名

景点，如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苏州园林、红旗渠，也记录了一些官方安

排的参观，如小学课间活动、针刺麻醉剖腹产手术、纺织女工学习毛主席语

录并讨论政治形势等，但他的重点放在偶然捕捉到的场景上，大量篇幅用

于随意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许多特写镜头长久地停留在普通中国人的面孔

上，展现各种表情，试图理解人物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是《人民日报》的批

判文章所说的：“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

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

厕所也摄人镜头。”@这样的批判当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造成

的冲突，但同时也隐约显露了中西纪录电影观念的差异。安东尼奥尼作为

额写实主义的代表，他眼中的世界只可能是不完美的，不论东方还是西方，

不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如此。他追求个性化体验的影像表达，必然

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析，放弃道德说教的叙事，所以如果说中国对西方人是

一个谜，那么他的影片恰恰忘记了给出谜底。这一切确实和巴尔特笔下的

中国相像。安东尼奥尼和巴尔特相像的另一个地方是，这部影片在导演自

己的国家也受到不少的责难。历史的阴错阳差，有时真让人既无奈，又

感慨。

归根结底，巴尔特在书写中国时也是没有给出中国的谜底，即拒绝赋

予中国的现实一种固定意义，不论是在《中国怎么样》一文中，还是在《中

国旅行笔记》一书中，这都是他为自己划出的最基本的警戒线。老实说，

他这里应该也有明哲保身的策略考虑。在当时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高度

政治化的背景中，他不想得出意识形态的意义，否则，不论他是肯定还是否

定还是折中，都将是尴尬的，不讨好的。但无论如何，他书写中国时的这种

立场、态度和方式，不仅使他最终展现了一个有多种指向的、多元的中国，

没有简化中国，而且使他从根本上避开了“以西格中”的陷阱，即欧洲中心

论的陷阱，因为在他看来，就连追问意义本身都是西方思想的特质：“西方

@<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一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载<人民日
报)l卯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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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义湿润一切事物，如同一种专制的宗教把洗礼强加给全体民众。”@

其实，欧洲中心论这一概念和思潮本身也是现代历史的建构，只能通

过线性历史观得到虚假的证明。因此换一种说法和理论视野，我们也可以

认为，巴尔特在这里拒绝的，其实就是利奥塔尔所说的在世界范围内已然

崩溃的大叙事：“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论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辨的

叙事或解放的叙事。”@巴尔特的替代方案也正是通过描述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创建无数的小叙事：“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

喜欢采用的形式”⑩，“如开放系统话语、局部性话语、反方法话语，以及我

们在误构一词下汇集的一切。”q多这些小叙事只符合局部决定论，只具有

临时契约性质和相对真理价值，但它们却更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今天，离巴尔特访华并书写中国已经有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场记录不

可避免地变成历史文献，东西方碰撞的空间问题也变成古今延续的时间问

题，尤其是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理论形态也已经面目全非。然而，不论是阅

读巴尔特的《中国旅行笔记》，还是观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我们倾向于

遗忘的中国人曾经的真实生活，带着震撼的力量扑面而来，唤起我们无尽

的回忆和感动，就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那块著名的马德莱娜小

蛋糕一样，复活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和历史。本雅明在评论普鲁斯特时把这

种记忆或回忆称为“没有要点的故事”，并且说：“回忆中的事件是无限的，

因为它不过是开启发生于此前此后的一切的一把钥匙。”@这种“没有要

点的故事”，个性化体验，最终指向集体记忆，指向青春，指向拯救。

⑩RolaIld Bardl∞。L，E唧妇缸5咖口，m㈣M脚蛔，tⅢe 2，seIlil’1995，p．794．
@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笑于知识的报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7年。第80页。

⑩同卜书，第130页。

⑩同卜书，第140页。
⑩瓦尔特·本雅明：《瞀鲁斯特的形象》，载《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8年，第216贞。

96 跨文化对话越

万方数据


